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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定在北京和平宾馆举行的“纪念王若水逝世学术研讨会”被迫取消
                        
     在北京的大约100多名中国著名知识分子和王若水先生的亲友，原定于3月23日上午8点半在北京和平宾馆和平厅C 厅举行“纪念王若水逝世学术研讨会”，由於已签约提供会场的和平宾馆突然毁约，拒绝提供开会场地，研讨会被迫取消。

         此事引起海内外很多人士的关注。我通过电话采访了会议的筹备和联络人之一、与王若水先生相识36年的中国作家协会研究员郑仲兵先生。

         主持人：“请问你们为什么要召开这样一个研讨会？”
         郑仲兵：“因为王若水逝世之前有话说，不要搞追思活动。所以，我们也不想违背他的意愿，但作为他的亲朋好友，为纪念他，我们想对他的学术成就进行必要的研讨。
         本来这是个属於人之常情的会，也没有对着任何人，我们只是要表达一下自己的思想感情。”

         主持人：“能不能请问，这个会最初由哪些人动议发起？”
         郑仲兵：“发起人是于光远、李锐、胡绩伟、秦川、冯兰瑞5人。”

          这几位发起人中的于光远先生是原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李锐先生原是毛泽东的秘书、曾担任中国水电部副部长，胡绩伟先生是原《人民日报》社长兼总编辑，秦川先生曾是中共中央委员、继胡绩伟之后担任过《人民日报》社长，冯兰瑞女士是原社科院马列所副所长、中国经济学团体联合会秘书长。
 
        我问郑仲兵先生：“是您出面联系会场的吗？”
        郑仲兵：“是的，我们有两， 三位，包括王若水的孩子，一起去的。”

        主持人：“请讲讲事情的经过好吗？”
        郑仲兵：“那个会原来决定3月23日上午8点半召开，我们是21日晚7点钟跟和平宾馆签的协议，和平宾馆把我们领到一个宴会厅，和平宾馆的和平厅C 厅，大概可以坐100个人，我们很满意。
         他们就跟我们签了协议，要我们交500块钱定金，说开完会再交500块钱，1，000块就够了。我们觉得还合适。
         这样，有人就买了水果和点心，做了些准备，因为怕有些老人会议期间会饿，支持不住。
         
         到了第二天（22日）下午四、五点钟，他们突然给我们当时去的一位有手机的朋友打电话说‘这个会因为旁边另有一个会要扩大会场，人数增加了，怕互相干扰’，所以决定建议我们取消这个研讨会。
         我们说‘不行啊，我们人都通知了，因为我们人比较多，已经签约了，你们怎么能随便这样就建议我们停掉这个会呢？这个后果很严重’。
         他说‘那我们再商量一下。’又过了一会儿，他们又来电话说‘这个会不行了，还是不能开’。我们也没办法，就说‘你们应该负完全的责任’。
         他说‘一切责任我们都可以负，该赔偿我们都可以负责。’

        当时，已经快6点了，我们就又打电话问其他朋友。这些朋友说‘那有什么办法！’     
        我们就决定通知说‘不开会了’。我们连夜通知，有的通知到凌晨一点多。后来由於太晚了，还是有些人没通知到。

         第二天，一些人按时来到会场，和几位出面联络的人继续与和平宾馆交涉，但是等了很长时间都没有负责人来见。他们大概延误了3个小时，才有一个值班经理来见我们。”

         主持人：“当然，无论是当事人，还是关注这件事的人，最关心的莫过於‘和平宾馆违约、拒绝提供会场真正的原因到底是什么？’
         郑仲兵：“和平宾馆再三说是自己的原因，向我们道歉。我们提出3条要求。一是，‘你们既然表示道歉，是不是可以写出来给我们？’
         另外，相应的经济赔偿按照定金的3倍计算， 我们原来缴了500块钱，他们还给我们1，000元，因为当时来的有30多人，他们赔偿500块钱车费。我们还提出有人专门从南京坐飞机来的，像这样的一些相关的赔偿你们也得考虑。因为为此王若水的家属也觉得很对不起人家。
         第三，他们说另一个会挤占了我们的会场，是不是再为我们安排一个时间？
        
         我们说‘你们能不能把这经过用文字写下来给我们一份？’他们说‘总经理没有给我这个权力’。
         当时我在场，我说‘那你可以向总经理反映一下。’他说‘总经理今天不在’。
         我说‘你可以打电话联系一下。因为不然的话，这么多人现在还在这里，很多都是老头儿老太太，你们是四星级宾馆，应该有起码的礼貌、规范。’
         我们那天一直从上午7点多待到晚上6点多，中午饭都没吃，最后坚持下来大概还有10多个人。
         后来，他们又出来跟我们说‘我们领导不让留下任何文字的东西’。他也不多说，也不让我们多说。
          我说‘你们不讲信用，而且我们找了你们3个小时，你们都不出来，这不像个正常宾馆的样子。你们要考虑到和平宾馆有50多年历史，在市民中印象很好的。你们怎么能这样做呢？’
         最后他们还是不留文字的东西。当时大家都很气愤。”

         主持人：“以你们自己当时的感觉，这件事从始至终是不是和平宾馆做的？”
         郑仲兵：“这是不是问题的问题。我觉得，大部分人都会有一种判断，和平宾馆是作生意的、正常营业单位，干吗要这样做呢？是不是有什么人在干预？
          我那天也跟他说‘全世界正常的上星级宾馆都不会这样胡来的’。”

秦川：“研讨会”没开成，有话没地方说，待冯媛携王若水骨灰归来，我们去迎接

         就这件事，我又采访了这个被取消的研讨会的发起人之一，原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中共中央委员、《人民日报》前社长秦川先生。

         主持人：“请问您是怎么想到参与发起这样一个‘研讨会’的？”
         秦川：“我觉得，本来就应该开。而且不应该由我们来组织，首先《人民日报》就应该组织。王若水在《人民日报》工作时间最长，比我还长，而且担任过《人民日报》的副总编辑，为什么不可以开个会呢？可是，这样的会也没开成。”

         主持人：“您跟王若水先生在一起工作有多长时间？对他有哪些印象？”
         秦川：“我1977年到《人民日报》，跟王若水共事了8年。他是一个非常诚实的人，他思想光明，文章也写得特别好。而且在那个时期，他在拨乱反正、反对‘两个凡是’ 中起了很好的作用。他是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家和思想家，作为朋友和同事他是最好的人。”

        主持人：“这个‘研讨会’现在被迫取消了，您现在是什么心情？
        秦川：“这个‘研讨会’没有开成，实在太可惜了。弄得人有话没有地方说。他们为什么对王若水这个人、对王若水的思想、王若水的朋友同事这么害怕呀？
         对王若水这样的一个很有贡献的新闻工作者，在理论上、思想上是个先进的卫士，他去世了，都不能开个会，这不是我们的悲哀，而是他们的悲哀，唉！”

         秦川先生这位老新闻工作者在长叹一声之前，问了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对王若水这个人、王若水的思想、王若水的朋友同事，他们这么害怕呀？”

         主持人：“您认为这是和平宾馆的责任吗？”
         秦川：“我相信，他们说的都不是真话。”

         秦川先生吐露了他的一个心愿：“现在看看王若水的爱人冯媛6月份回来把若水同志的骨灰带回来，那时， 我们这些《人民日报》的同志会去机场迎接，表示一点意思吧。”

 冯兰瑞：追念王若水，建议能把他的著作出版
      
         接下来我采访了五位发起人中唯一的女士，原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列所副所长、中国经济学团体联合会秘书长冯兰瑞。

         主持人：“请问，您为什么要参与发起这次‘研讨会’？”
         冯兰瑞：“一个朋友去世了，追念一下。我们想，建议能够把他的著作出版，也就是这样。”

         主持人：“您觉得和平宾馆提出的当天不能提供会场的理由是不是充分呢？”
         冯兰瑞：“当然不充分了，我们认为这只是一种口实。我们认为王若水在学术方面的成就很大，因为他曾经被共产党除名，因此比较敏感。他的文章在报上公开发表都不行，所以筹备开这个会的时候，我们也想到过可能开不成，纪念也就只好放在心里了。”

陈小雅：与王若水有半世纪交情的人在一起了一个心愿，本是件非常好的事情

         研讨会虽然被迫取消，但还是有些人由於各种原因按时来到原定的会场，陈小雅女士就是其中的一位。陈小雅原是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副研究员，因写作《八九民运史》一书被解聘。
          
          陈小雅谈到那天她在和平宾馆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感。
          陈小雅：“我帮于光远先生借了两本书，本来准备在会上交给他，我得知这个会不开了，但是我的书到期要还的，我只能给他送过去。
         我去的时候，他们很多人已经到了，我只能跟大家在一起看看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基本上他们要求的时候，我都在现场。
         这个‘研讨会’我本来是没打算发言的，他们请我去做做记录，写成一个纪要，大家各对各的文字负责。
         这样一些曾经和王若水在一起的老人，很多人都有半个世纪以上交情。我觉得，这些人在一起了一个心愿是件非常好的事。

         我和张显扬先生很长时间没见面了，在大家了解这个会的交涉、善后过程中，我们谈到王若水这个人。
         张显扬先生谈到，若水的眼中马克思主义是一个价值体系。他说，马克思主义是从关心人的利益出发，最终要落实到关心人的终点。
         但是，后来马克思主义在争取权力，领导被压迫人民斗争中间强调阶级斗争，强调无产阶级专政，也就是从列宁开始，强调了这些，把出发点和目标给忘记了，把过程和手段作为目的，剩下的就是斗争和专政，最后就丢掉了人道主义。
         王若水实际上是洞穿了这样一个弊病。如果在新的历史时期还不放弃马克思主义，还要以这个东西为指导原则的话，就一定要为它找回它的价值观。”

张显扬：王若水对“人道主义”“异化”的独创性研究为中国改革作了舆论准备
         原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列所研究员张显扬先生接受我的采访，谈王若水的理论建树。

         张显扬：“王若水先生是一位很有名的哲学家，在哲学上有很多见解。我认为，其中最重要的是他20世纪80年代对‘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的独创性研究。他在价值论方面给中国的改革作了一点舆论的准备，但遭到了胡乔木的迫害和打击。
         
         王若水先生在理论上非常正确，因为马克思主义当然包括‘人道主义’，现在我们这样的社会主义当然有‘异化’。就因为这两条，他遭到胡乔木的迫害。
         
         现在过了20多年，回过头来看，真理到底在哪一边呢？应该是非常清楚的。
         所以我提到了一个思想，马克思主义可以用这样三个部分来描述：第一是，崇高的人道主义目标，就是它的价值体系；第二是，彻底的批判精神；第三是，从批判旧世界里产生的社会主义，也就是社会改造的方案。其中最有价值的是它的价值论，其次是它的批判精神，最后才是社会主义理论。”

        主持人：“您对王若水先生的评价，以及您自己的这些观点有没有机会在中国发表？”     
         张显扬：“因为在国内发表文章很困难，我的文章到现在还没有发表出来，我在想办法到国外发表。
         但是我想，会开不成这没关系，我们这些朋友们，王若水的生前友好，这个精神意思已经到了，并且我们都写了东西，真正重要的是我们把自己想说的话在文章里说出来。”

         主持人：“这次‘研讨会’被迫取消，您是什么心情？”
         张显扬：“‘研讨会’没开成，就只能作为一种遗憾永远留下。到现在为止，这件事还没解决，我们也不清楚到底是什么原因他们没有接待我们。但是，我相信这不会影响对若水的悼念。人们会写些东西，有机会的话还准备开些小型会议。”

陈小雅：王若水鞠躬尽瘁做完该做的事，对他最好的纪念是回忆他的理论和生平
         
         陈小雅女士说，她从当时和张显扬先生的交谈中获得很大启发。
         陈小雅：“王若水的研究其实可能也没有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身增加任何一块砖、任何一片瓦，脱离了现实的中国，王若水就没有价值。王若水就是要为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这样一个党找回它在新时代继续领导这个国家，领导这个事业的合法性。

        我说的共产党、马克思主义不是现在中国的执政者，它们不是同一个概念，现在的执政者，直到这次他们拒绝这个会议的召开，自己都没有很好地反省自己在这个问题上错在哪里。
        
         因此我有一句话，当然是接着张显扬的话说的，就是‘这是一个赶走了上帝的教会’。王若水是一个‘天使’，他要把这个‘上帝’请回来，请到这个‘教会’中来。但是，‘天使’现在被囚禁起来。
         这个要请回‘上帝’的‘天使’被囚禁了，那么丧钟为谁敲响？丧钟肯定不会为王若水敲响，因为王若水被囚禁了，他实际上已经得到了永生，他不对你的存亡负责任了，他该做的已经呕心沥血、鞠躬尽瘁做完了。
         直到最后这天，我觉得我才认识了王若水的价值。如果要发言，我也就只有这么一句话。我原来没打算发言、没打算说话的。”

         主持人：“您认为这次研讨会被取消原因是否在和平宾馆？”
         陈小雅：“我觉得，和平宾馆作生意，你只要给钱，他是不会拒绝的，而且是已经接受了的。”

         主持人：“那天在场的人，他们都有些什么反应？”
         陈小雅：“大家当然都是很生气，很不能理解，觉得很莫名其妙。”

        主持人：“您对事情的结果感觉出乎意料吗？”
        陈小雅：“不是很出乎意料。因为我觉得，这个会如果能开，我倒是有点觉得出乎意料。
         得知王若水逝世的时候，大家说，对他最好的纪念就是回忆一下他的理论，他的生平。
        大家觉得王若水这个人的性格非常透明、非常诚实。我觉得，他在很多方面可能跟胡耀邦一样，就是谈到他的缺点和特点是非常鲜明的，他对人的诚挚使人特别怀念，觉得他走了以后就少了一个真人。
         
          我感觉，这些老人特别需要纪念他一下。
         王若水去世之前，中国文坛和理论界发生了一段‘反左’的故事，比如‘魏巍事件’等。我觉得现在搞‘三个代表’，是不是要培育中产阶级啦？对王若水这些所谓的‘右派’们，会不会有个比较宽松一点的环境了？
         王若水的讣告《人民日报》都发表了，还同意把他的骨灰放进八宝山，有这样一个背景，我觉得，也许这个会能开成，对我来说，就是这样一种心情。”

         主持人：“您认为这个会能开或不能开，会带来什么不同的后果？”
         陈小雅：“如果开成的话，我觉得那真是当局一个非常聪明的作法。因为，一批人会因此而把他们心里的东西放下。说实话，这批理论界的人士在这段时间对当局还不是太抵触。虽然他们在理论上各有各的看法，尤其是在王若水这个问题上，让他们放下一个心理上的东西，的确是聪明的措施。
         不让他们开会，绝对是愚蠢的措施。”

王思彤：我们还在与饭店作交涉

         接下来，我又采访了参与筹备这次“研讨会”的王若水先生的亲属。

        王若水的儿子王思彤还在为有关“研讨会”的事情奔走。
        王思彤：“这件事还没有最后的结论，我们现在还在作交涉。我们向饭店提三个要求，如果仅仅是饭店方面的原因，饭店可以自己解决，如果不是饭店方面的原因，要他们重新安排时间就不可能。
        我们觉得这件事应该用理性的、在法律许可的范围内解决。”

李思孝、王珂：有关开会时间和场地，之前还有一番周折	

         王若水先生的妹夫，北京大学博士生导师李思孝教授接受采访。
         李思孝：“其实在这之前，有关开会时间和场地还有一番周折。这个会原来计划在2月24日开，但那时候正是布什访华，紧接着又开全国人大，所以就推迟了 一个月，推到3月24日。开始定在北京劳动人民文化宫，后来他们变卦了，临时又联系到和平宾馆。”

         王若水先生的妹妹，原《人民日报》编辑、记者王珂也参与了这次研讨会的筹备。
         王珂说：“因为我们这个会是学术讨论会，我觉得不应该受到阻拦。第一次，联系文化宫，是我找的地方，本来也说好了，但我们过几天去布置会场时，他们又讲‘不行了’。说‘要你们机关开证明’。
         我们机关开了证明，还要天安门公安局批准，不批准也不能让我们开。
         所以，我觉得这里面不是一般的问题，我觉得这是一种阻拦。”

         李思孝教授说， 他看出和平宾馆在撒谎。
         李思孝：“就在开会的前一天，他们说‘不行了，现在有别的会，要占用会场’。他们的解释，大家都觉得站不住脚。因为，他们说别的会把会议厅挤了，可是别的会也没开，会场是空的，他们明显是撒谎。
         我们大家都觉得这样不太好，让他们把这件事情说清楚。
         这件事我们觉得特别遗憾，这么一个学术讨论会都开不成，真是不可思议。”

李思孝：《哲人之死》——王若水政治上的几次死      
  
        李思孝教授本来是准备在研讨会上发言的，我请他谈谈预备发言的要点。

        李思孝：“我发言的题目是《哲人之死》，主要是讲王若水政治上的几次死——从‘文化大革命’开始，他被看作是‘反动学术权威’，在政治上等於死了。
         
         后来，林彪事件发生后，他在报社是在‘看大样小组’，也就是临时领导小组成员。   
         因为对林彪路线的实质在认识上与张春桥、姚文元他们不同，就给毛主席写信。结果又遭受第二次死。

        ‘四人帮’倒台后，他有一阵子很红，担任了好多职务，但是后来因为‘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在‘清污运动’中第三次死。”

         主持人：“现在，纪念他的学术研讨会又遇到这种情况……”
         李思孝：“很明显，可能是官方在作梗。”

李锐：大名若水水长流，思想终身苦索求，正本清源谈异化，去邪纠误得丰收

         在这次节目里我采访的最后一位，是“研讨会”的5位发起人之一，原毛泽东的兼职秘书、曾担任过中共中央组织部副部长、中国水电部副部长的李锐先生，他先谈自己参与发起这次‘研讨会’的心情。

         李锐：“开这个会，我愿意参与。大家对王若水整个一生的评价，最重要的是他在最后10多年写了许多很好的文章。可惜这些文章没能在大陆及时发表出来，有些在境外出了书，有的在境外也没有完全发表。 所以，大陆有很多人没读过王若水的这些文章。

         大家知道，他谈到‘异化’和‘人道主义’问题，就被当时当政的人们批判，还受了处分。他并没有因此消极下来，绝对没有。他反而更积极起来，更彻底地把过去实践上、理论上的错误说清楚，这方面他有很多好文章。
         
         王若水去世后，我写了一首诗《颂若水》。

          （李锐先生诵读）

         ‘大名若水水长流，思想终身苦索求。
         正本清源谈异化，去邪纠误得丰收。
         权威假冒行为劣，真理昭彰笔力遒。
         君子之交自古淡，立言立德仰高丘。’

         有关王若水的文章我现在还没写，将来我会写的。”

         主持人：“这次原定在和平宾馆召开的‘纪念王若水逝世学术研讨会’被迫取消，您是什么心情？怎么看这件事？”
          李锐：“没开成也没有关系，大家心里面都很纪念他。 这次开不成，今后总会有机会开的。”

         自由亚洲电台“心灵之旅”访谈节目由张敏在美国首都华盛顿采访编辑、主持制作。
                     
               

   
                       【附录】纪念王若水：《民之中国》重发1999年访谈录片段
                                                   
                                            （原始访谈摘录，非播出节目文字稿）

                                         
                   【人民日報》社前副總編輯王若水先生1月9日病逝于波士頓﹐《民主中
             國》重發九九年九月號﹙總第七十三期﹚所刊自由亞洲電臺記者張敏1999年
             4月所作的訪談錄《王若水與毛澤東》后半部分﹐以示紀念。以下是选段。】

        
          张敏﹕“請談談‘文革’結束后您在《人民日報》工作的情況好嗎﹖” 
         王若水﹕“1976年‘文革’一結束﹐我回到報社。1977年被任命為《人民日報》副總編輯﹐主要分管理論﹑文藝﹑社論這些意識形態方面的東西。那几年﹐《人民日報》的社長是胡績偉﹐在他的領導下﹐我覺得是《人民日報》最好的時期。 
       《人民日報》在社會生活中起作用很大﹐銷量空前高﹐破歷史記錄。因為當時撥亂反正﹐《人民日報》發表了一系列文章﹐都是糾正‘文革’錯誤的。那時很多老干部還沒有官複原職﹐還沒有平反。《人民日報》支持他們複出﹐他們也很贊揚《人民日報》。
         后來他們一個個恢複了自己的權力以后﹐就又開始不喜歡《人民日報》了。轉折點就在1979年初的‘理論務虛會’。參加的人很多﹐有几百人﹐大家批評‘凡是派’﹐形勢非常好，會上提出了很多好的意見和看法。我在會上作了長篇發言﹐批評了毛澤東。

         這時候﹐會外‘西單民主牆’也非常活躍﹐全國各地很多上山下鄉青年也游行示威﹐要求回城工作。　　　　
         這時候﹐黨中央有點嚇壞了﹐覺得我們這些知識分子走得太遠了。單是‘西單民主牆’一些青年人貼大字報﹐他們還不是那么害怕﹐怕就怕他們得到黨內的支持，如果黨內黨外這兩股力量結合起來﹐那就麻煩了。
         
         所以，鄧小平提出‘堅持四項基本原則’﹐主要是針對我們這次會議提出的﹐認為我們離開了黨的原則。
        從此以后﹐他就不喜歡《人民日報》了﹐說《人民日報》‘宣傳四項基本原則不夠’。    
        我在1980年開始寫文章﹐提出‘馬克思主義的人道主義’﹐批判‘社會主義的異化’。   
         結果，1983年對我發動批判﹐改組《人民日報》。我被免職﹐胡績偉也在這時被迫提出辭職。到1978年又以‘資產階級自由化’罪名，勒令我退黨﹐這一系列打擊都來了。
        1989年‘六四’以后﹐《人民日報》全面改組﹐進行了大清理﹐變成了馴服工具。” 

         张敏﹕“您認為您所提出的理論與中國共產黨所奉行的理論究竟有多大的矛盾﹖” 
         王若水﹕“我寫過一篇文章﹐題目是《我的馬克思主義觀》﹐主要意思是說﹕列寧主義已被實踐証明是錯誤的﹐但列寧主義只是馬克思主義的一個學派﹔馬克思主義也有嚴重錯誤﹐但對馬克思主義不應全部否定。共產主義理想實際是烏托邦﹐達不到的﹔馬克思的經濟學說基本上過時了。 
　　馬克思主義中我覺得最有價值的是它的哲學﹐但是這個哲學跟列寧所講的不一樣﹐不是所謂辯証唯物主義。我覺得最好把馬克思的哲學叫作‘實踐的唯人主義’。以后我還打算繼續把這個思想作些發揮和解釋。 ”

         张敏﹕“可不可以談談您被解職以后﹐您的研究寫作﹐以及您對中國現狀的看法﹖ ”
         王若水﹕“對馬克思主義﹐我以前從來不懷疑﹐把它作為一種神聖的教條來相信。     
         從‘文革’結束以后﹐就把過去几十年信仰的東西﹐重新給予一種批判的審查。我是從里面出來的﹐與現在很多青年人不同﹐他們根本就不讀這些東西。我曾經鑽進去几十年﹐可以說了解得比較多﹐所以批判起來就比較容易看到要害﹐看出問題在什麼地方。 
　　　　
         不管怎麼說﹐馬克思主義是影響很大的學說﹐我們不能簡單地拋下它不管。不管贊成不贊成﹐都應該了解它﹐懂得它。我覺得這樣一種批判對于我也是一種自我否定。因為過去一直走的是這條路﹐這既是對我自己的自我否定﹐也是一種自我提高。
         現在我把馬克思主義看成許多學說里面的一個學派﹐它當然有它的價值﹐但不是神聖不可侵犯的﹐也不是唯一的﹐更不是最高的。 我現在就是這麼看。

         當然，這條路走得非常不容易。可我覺得﹐從那時到現在是我一生中最出成果的時期﹐我的思想在這個時期才真正成熟了。” 

         张敏﹕“您在這時期都有哪些成果﹖” 
         王若水﹕“我主要圍繞兩個主題。一是馬克思主義理論本身﹐二是比較多地聯系到共產黨的歷史﹐特別是對毛澤東的研究。
         我現在寫一些文章﹐國內不能發表﹐我就用電腦打出來給朋友看﹐朋友再複印了給別的朋友看。這樣傳來傳去﹐以手工的方式也能使一些人看到﹐當然不能與鉛印的書籍相比﹐現在我能夠做的就是這些了。 

         张敏﹕“能不能把您已經完成和准備進行的研究寫作介紹一下﹖ ”
         王若水﹕“這几年我主要是集中在兩個課題上﹐一個是把毛澤東研究透。因為毛澤東現象很奇怪﹐中國歷史上沒有一個君主﹑一個領袖﹐像毛澤東這樣﹐給人民帶來如此大的災難和禍害﹐沒有任何人能夠和他相比﹔另一方面﹐中國歷史上也從來沒有一個君主﹑一個領袖像他那樣﹐仍然享有如此高的威望﹐被如此多的報道和宣傳﹐人們對他仍然如此敬仰﹐這是很難解釋的。我想把這種現象研究透﹐這是很值得做的一項工作。 
　　再就是研究馬克思主義理論﹐里面還是有很多好東西。正統馬克思主義會滅亡﹐但我們應該從中搶救出一些有價值的東西﹐把它保存起來﹑發展起來。 ”

        张敏﹕“您几十年投身共產主義事業﹐對人生有些什麼特別的感受領悟﹖ ”
        王若水﹕“我覺得自己走了一條彎路﹐不過歷史地看﹐當時對于我們這些知識分子是不可避免的。當年要抗日﹑要民主﹐在當時情況下﹐絕大多數知識分子必然要走這條路──跟著共產黨﹐當時選擇共產黨也是有道理的﹔后來形勢變了﹐是最初沒法預見的。
         
          既然我們一生很多年都走了彎路﹐讓我們別白白地走這些彎路。 
         怎樣才能不白白地走彎路呢﹖需要好好地總結經驗﹐因為我們是親身經歷者﹐和沒有經歷過的青年人不一樣﹐我們要把經驗教訓總結起來﹐留給后人﹐這是我們應該做的工作。當然我現在也知道﹐我們這種人在年輕人中不時髦﹐但是無論怎樣﹐我要把想做的﹑應該做的事情做好。 ”





